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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社会的成熟 

心理学家侯赛因·丹尼什 （Husayn Danesh）博士把迈向成熟的转变，描述为从专制型

和放纵型转向更成熟的“整合型”社会关系的一个运动过程。 

虽然专制型的关系曾经并仍然是人际关系中最常见的，不过还有放纵型和整合型两

种。……人类成熟时代的莅临，必定与整合型的生活、人际关系的优势相契合。专制型和放

纵型展示出童年和青春期发育阶段的特征，而整合型则描绘了一个成熟类型的人际关系，因

而，它对于我们理解推动人类由青春期向成年期过渡所需的先决条件来说尤为重要。1
 

他把这些关系模式演绎为人格类型（见下表）。我们也可以把这些类型看作是范围更大

的社会状态。 

 

人格类

型 

特征 世界观 情感与理智特性 与他人的关系 

专制型 以权力为导向 二元分立的感知 刻板僵化 屈从于专制 

放纵型 以享乐为导向 不加分辨的感知 混乱 无法无天的关

系 

整合性 以成长为导向 存多样，求团结 有创造性 负责与合作 

 

图1 人格类型 

 

如果我们用上表考察中国，可以说中国正在向整合状态成长。中国围绕君权天授的观念

组织起来的等级森严、中央集权的社会体制有很长的历史。中国展示出了克制和中庸，对“个

人意志从属于社会意志”这一原则的尊重，以及服从的传统。儒家思想强调整体福祉的重要

性。比如，它提倡当个人与社会或家庭发生冲突时，个人应放弃自己的利益，舍身取义。西

方往往不把这种克制和中庸、注重群体理解为尊重整体团结或是尊重领导制度，而只是从服

从专制“政权”的角度来解释。 

更成熟的整合式的世界观是“存多样、求团结”。现在，这一新的世界观已是所有社会的

共同目标。如果我们将彼此视为社会有机体的细胞，如果我们认同个人受益于社会整体，那

么，理所当然，个人行为要是能加强整体也必定会加强个人。没有这个基本理念，就不会有

动力参与到集体的命运中，或是服务他人；合作互惠的原则亦难以实行。 

虽然人类社会并非由一堆不同的细胞、而是由赋有智力和意志的个人组合而成，但

是人体生理运作的特色却阐明了生存的基本原则。其中首要的是“多样并存，大同团结”。

正是构成人体组织的整体性和复杂性，以及身体各细胞完美地整合于其间，使得每个组

成部分得以全面发挥各自的专门潜能。任何一个细胞，不论是对身体的功能作出贡献或

是因整体的健康而受益，皆不可脱离身体之外而单独存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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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意志从属于社会意志的同时，修身，正像儒家模式所阐述的，仍然是发展的出发点。 

当个人意志从属于社会意志，其个性并不会在群体中消失，而是在发展中更被关注，

从而在前进的潮流中发现自身的位置……这种关系对于文明生活的保持极其重要，它要

求社会个人之间极尽理解与合作；因为需要培养一种风尚以便社会个体成员的所有的潜

力得到发展，这种关系必须允许“个性”有“自由空间”，通过自发、主动和多样的形式来

确保社会的生命力，从而“维护个性”。
3
 

在一个成熟的社会环境中，公民权意味着个人的行为同时满足两个目的：分享和表达我

们独立的、个人的能力和智慧；确保整个社会的活力。尽力创造出后者，才能更好地开发前

者。中国要进行这一过渡，也许比西方社会从较为“放纵”的状态转向成熟更为容易。 

（一）个人的成熟 

中国文化重视个人品质，视之为基本的发展目标。 

宋儒朱熹（1130~1200）认为合乎天理的统治应注重“全民的自我修养”。他强调个人

的道德修养是社会秩序和良政的基础。
4
 

在中国，“人的素质”这一说法时常在讨论中出现。缺乏素质往往被归结为问题的根源

和发展的障碍。 

“自然而和谐”是宇宙的根本特性，亦是人不懈追求的理想状态。然而，裙带关系、

自私自利、国家冲突、家庭内部和男女之间的摩擦、宗教间的隔阂，都在人类和谐、进

步与团结之道上作梗。因而，要消弭争论，抛却好恶而改进人品就势在必行了。 

但这一目的不能靠惩罚来实现，因为惩罚只能矫正外部的，却不能疗治心里的。此

即儒家学派思想何以主张，要让民众行止端正、品性高尚，教育乃是关键而有效的途径，

因为人性之本质是与天道相合的。
5
 

阿博都巴哈用类似的语汇描述了个人的灵性化，精神的成熟可作为矫正犯罪的方法，以

及社会和谐的基础。 

精神文明会训练每位社会成员，除了可以忽略的少数外，无人会从事犯罪行径。人

们会把犯罪看成是奇耻大辱，把罪行本身视为最严厉的惩罚。
6
 

之所以确信道德教育能够成功，乃是根据这一假设：人是可以教化的；人有别于动物，

是“天”的反映，有组织社团的才智，生来就有爱与正义的能力。荀子说： 

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

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

能群也。（《荀子·王制》） 

确信道德教育能够成功，还须基于这一假设：人究其本性，并非不可救药地自私而有侵

略性。这后一种行为，其产生乃是后天学得的，而非先天所固有。 

尤为特别的是，对物质追求的美化——它既是所有这些观念形态的起源，同时又是

其共同特征——正是在这里，我们找到了“人的自私和侵略性无可救药”这一谬论滋长的

根源。正是在这里，必须为建设一个适合我们子孙后代的新世界清理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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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也赞同，人性并非是恶的。他把人的精神比作山上的树，山被附近乡民垦伐，被牲

畜侵蚀。他问，山貌退化是否归因于山的本性？他说： 

牛山之木尝美矣，以其郊于大国也，斧斤伐之，可以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

露之所润，非无萌蘖之生焉，牛羊又从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见其濯濯也，以为

未尝有材焉，此岂山之性也哉？虽存乎人者，岂无仁义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

犹斧斤之于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为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气，其好恶与人相

近也者几希，则其旦昼之所为，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则其夜气不足以存；夜气不足

以存，则其违禽兽不远矣。人见其禽兽也，而以为未尝有才焉者，是岂人之情也哉？（《孟

子·告子上》） 

千年来中国人一直明白，对个人的道德教育和训练是发展的基础。在全世界人民和各国

奋力建设一个全球共同体时，其重要性再次显现。 

随着教育的改善以及知识的迅速传播，我们每个人的能力获得了快速的提升。相应的“参

与和要求进步”的能力的增长需要一个新的环境，以便每一个社会成员的未知的潜能都能够

被拓展，而新的社会和管理形式能够安全地导引这股新兴的能量。 

随着社会模式更加具有整合性，我们需要身边有个地方，在那里我们可以表达和体验创

造力、责任感以及携手合作。 

（二）社团生活的成熟 

在社会组织中有一个层面大于家庭而小于城市，我们称之为“社团”或“社区”。我们在村

庄、街区和单位里能够体验到社团生活的一些方面。因为世界大多数地区是从权威式社会结

构转变过来的，这些初级的社团是由村里的头面人物、有权势的人或者指定的人所领导的。

朋友的圈子、共同利益集群、校友会、网友组织等都有一些社团的特征，但是没有实际的存

在地点。 

所有上述提到的组织都曾经或者仍然正在增进人类的成长和进步。 

社会发展由于从多方面吸取营养变得更加负责，高层次的社会单位如城市、国家和全球

需要更广泛的草根阶层的参与。 

根据上面的这些现状，我们可以将社团重新定义为一个由个人、家庭和各类组织自发形

成的团体，这个团体会创办各种机构和活动，其目标是大家一起为圈内和圈外的人提供服务

以综合地改善生活质量。 

中国习惯于群体意识，常常会说“集体”。其渊源在佛教进入中国之前，但这一观念由

于大乘佛教强调通过救度众生来救度个人，而得到了强有力的推动。中国的集体感与和平倾

向是构建社团的宝贵基础。 

 

 

 

 

 

 

 

 

 

 

 

图2 社会与个人的关系 



集体感针对的通常是家庭、朋友和全体中国人。目前的社会结构从较大的范围，如族群、国

家和城市，一下子跳到了工作场所、家庭和个人这些较小的范围上。工作单位一度也是某种

社团，但这一机制正在消失。城市、区政府、街道委员会等等更多的是行政机构。还有一些

小型社团，但仅限于老同学、同事以及家庭的圈子。 

1935年，林语堂（1895~1976）在他的《吾国与吾民》一书中指出，儒家教义《大学》

贯穿了各层次的社会组织，唯独漏了社团。从国家到家庭的跳跃即可为证。团结和忠诚在这

两个层次上还能发挥作用，但在中间层次上意义就弱了。 

也许在过去，这些社会结构已经足够。孔子应该也会同意在社会的阶梯上再增加“社团

生活”一环，因为当代社会和个人已经成熟了。 

中国开放以来最明显的特征之一就是个人能力的增强，不论男女。随着中国超越了专制

型社会结构而趋向成熟，亿万民众在自行决定如何将其能量和天赋疏导出来。人们自择教育

和职业、创业，国内国外哪里有工作机会就去哪里。专业的服务态度开始取代家长作风。一

个巨大的能量库正在形成，只待引流。 

如果我们能够找到一个社会和管理机制来导引这股不断增强的个人潜能，城市就会变得

更有效率，城市生活也会极大改善。目前这种在家庭和朋友圈子外隐匿身名的状况，越来越

多的城市区域被高墙和保安隔离开来，反映了对陌生人的恐惧，也是缺乏社区的结果。我们

需要离家较近的机构和外围来提供相互的支持与合作，就像家庭内或朋友的圈子内的相互支

持和相互关系带来利益和安全感。同样，在一个友好的、管理完善的社团层面扩展相互支持

和相互关系的界限，将更大的拓展利益和安全感的范围。 

对我来说，发展规划和策略的一个主要挑战便是，怎样创建一个全球化社会的机构

群，一个将社会各个阶层联结在一起、它们之间也能够互相联系的结构网络，使之逐渐

成为全球所有居民都能够方便使用的共同财产。否则，我担心，全球化对大多数人来说

恐将沦为边缘化的同义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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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团层面的接触有很多怀疑和提防。即便是好人也会迟疑。隔绝和匿名的渴望主要来源

于害怕陌生人会提出无边的、不可控的要求；一旦你开始帮助某人，也许就再也无法中止他

对你的要求。 

这种恐惧是有道理的；在居民小区这个层面没有相关的管理机构来应对这种情况。如果

没有相关机构的发展以及社会质量和技巧的成熟，此类社团的延伸就不可能出现。信息的分

享、需要和服务间的对接、信任的扩展，都需要在社团层面有新的组织形式和领导力。 

如果参与社会真正是生活的一部分，则城市的孩子可以参与社区服务，成为学校课程的

重要部分。让他们更亲密、更实际地敞开面对周围的社会，能开阔他们目前的“学习——家

庭作业——电脑游戏”的活动范围。 

这反过来又会给他们的学习带来更明确的目的感。孩子们更容易想象如何把他们所学的

应用到周围世界的需要上。对这种社会教育多加重视，还会让孩子有更多的兄弟姐妹，减少

独生子女家庭的问题。在服务中成长，这样的氛围也会减少自我中心感。 

青年能为社团的建设作出宝贵的贡献。目前，在中国，青年人的大部分时间都是为了在

强调分数的学习中取得好成绩。这很容易把他们与生活隔绝开，限制了他们的社会性成长。

如果社团服务能够被认可，青年人可以参与到诸如低龄人的教育中，他们也会力行真正的服

务，负起某种程度的责任——其实他们已经为这种责任做好了准备，只是从未付诸实践。如

                                                        
8  Farzam Arabab: Promoting a Discourse on Science，Religion and Development， in Sharon·M.P.Harpe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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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教育体系包括参与社团建设，一些人力资源亦可从较强的学校向较弱的学校流动。这就将

与现在这种过分强调学科分数而分裂各学校的状况有一个鲜明的对比。学校间互不交流，反

而是根据各校考入大学的人数排名、造成学校间的竞争。参与社团工作还会给予青年人以机

会，不靠约会来了解异性。当你看到一个人怎样工作，怎样与他人互动，怎样行使责任等等，

你会更了解他。 

在基层社会里，创造和参加社团活动不仅给人们提供了服务与接受服务的机会，更会大

大增强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了解。人们会通过丰富活泼的社团活动，发现他们当中富有领导才

能的人，从而使日后的社会选举更为深入和更有成效。 

中国的“集体”意识与和平的处世态度将是社团建设的宝贵基石。信任的圈子需要扩大。

一个成熟的信仰体系的标志就是它能够有助于创建成功的社团生活。 

目前为止，我们还是在一个固定的范围内讨论社团问题。在今天互联网与交通迅速发展

的时代，不同地方的社团可以有很多新的渠道相互交流。而社团给人们带来的收益则逾越了

地理范畴，从同一城市到世界任一城市。 

从始于1844年的电报开始，城市迅速地成为遍布全球的网络连结点。构成现代城市的主

要技术因素出现于1877至1889的十二年间。通过这些发明，城市得以朝着水平和垂直方向扩

展；城市的工作、娱乐和家庭生活时间能够轻易地延长到夜晚；人们在城市里或城市间的相

互接触也大为快捷简便。 

 

 

 

 

 

 

 

 

 

 

 

 

 

 

 

 

 

图3 各种发明的时间 

尤其是随着国际电讯的普及，城市有了新的维度和目的，城市正变成整个星球网络的一

部分。它们正在成为全球化文明的基础设施。城市及其内部的社团成为所有人据此获取世界

资源的基础，同时为建立一个全球社会努力。从理论上讲，城市越是发挥这种功能，城市的

潜力就越能得到开掘和提升。 

（三）两性关系的成熟 

世界过去一直由武力所统治，男人因身体和心智的品质更为强悍好斗，而凌驾于女人之

上。但天平在移动，武力正失去份量，而女人所擅长的心智的机敏、直觉、爱与服务的灵性

品质，正获得优势。因而，新的时代将是少些男性气质，而更充满了女性理想的时代，或者



更确切地说，是男性与女性的文明要素更为均衡的时代。9
 

只要专制型主导大局，妇女，就像少数群体一样，不得不去更了解男人，而胜过了男人

对女人的了解。男人公然或无意间表露的专制的、传统的态度，会让女人受挫。对于中国妇

女的高自杀率，这会有几分解释。10
 

妇女正在幕后等待，比其他人更迫切地要求得到更好的机会来施展其潜能。中国有许多

非常成熟精干的单身妇女，她们似乎不大可能找到好丈夫，尽管男人的数目比妇女多。许多

妇女嫁人好像是甘心要默默无闻地做丈夫的教育者。 

这种不幸部分原因在于，妇女更多地认同人类生存的性质基本上是合作的。男人还处于

专制型的时候，妇女已经展示出整合型的某些特征了。 

女人的确更有一种精妙的才能，可涵容他人的需要且轻而易举。我的意思是说，女

人较男人更善于首先看出他人的需要，而后又深信能满足他人的需要——这让女人既能

回应他人的需要，又不会觉得有损她们的身份。
11

 

为家庭生活和子女教育肩负的责任，使得妇女作好了准备，来为人类的进步做出关键的

贡献；她们更为推动当今世界专制型的社会向整合型过渡而装备起来。建设更加亲密的社团

生活这一需求，将为自我发展同时服务他人提供更多机会。妇女很有可能成为这一事业的领

导者。 

传统的经济模型中，世界被看成是一个充满了以自我为中心的独立的消费者，这已过时

了。新的模型会将环境因素和社会因素综合考虑。群体的利益、家庭与社团的重要性都应在

经济活动中兼顾到。而在这些方面妇女的经验恰恰可以有出色贡献。12
 

在我们成熟的新阶段，女童教育具有新的重要性。合作与服务的态度，由母亲传给下一

代更容易；古人说，“教男教一个，教女教一家。”
13
 如果财力短乏而不得不做取舍的话，

女孩应比男孩更有优先权受教育。即使纯粹从经济的观点出发，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也说，

为培训下一代而培训妇女“……和世界上任何其他投资相比，很可能获得更高的回报率……。

打破贫困循环最有效的方式是投资女童教育。在低收入国家，让女童和男童一样接受中等教

育所需费用，还不到这些国家国防经费的10%。低收入国家的父母不在女儿身上投资，因为

他们没有指望女儿能为家庭做出经济上的贡献。”在中国农村，女儿会离开娘家住到夫家。

短期内女孩不像男孩那样宝贵——于是女孩要留在家里做家务，让她的兄弟上学——这一预

言就自圆其说了，却让妇女陷入了被忽视的恶性循环中。另一方面，受过教育的母亲更有能

力出去赚钱，会有完全不同的选择。她很有可能少生孩子，但她能让孩子更健康，注重每个

孩子的发展，保证女儿有公平的机会。女儿的教育又使得女儿的女儿更有可能和男童一样受

到教育而且健康。恶性循环就这样变成了良性循环。
14
 

妇女解放、两性平等的实现，是和平最重要的先决条件之一，虽然对此少有公认。如果

“中国在物质、文化和精神资源和潜力方面列居各国之首”，如果妇女在迈向服务与整合型

人际关系范例时作出表率，则整个世界都应注目中国妇女——首中之首！ 

                                                        
9  J.E.Esslemont， Bahá’u’lláh and the New Era，1976 U.S. edition，p.156. 

10  在北京，1991 年的一天早上，我离开在宣武门的家，看见人行道上有具盖着塑料布的女尸，手伸在外

面。她是从 12 楼跳下来的。人们说因为她生了女孩，而家人要的是男孩。 

11  Dr. Jean Baker-Miller，Towards a New Psychology of Women，Beacon Press，Boston，2nd edition，pp.62-3. 
12  Dr. Jean Baker-Miller，Towards a New Psychology of Women，Beacon Press，Boston，Second Edition，p.62-3. 

13  Agnes Jung，Unveiling India, A Woman’s Journey，1987，p.92. 

14  Lawrence Summers，Chief Economist，World Bank. Essay for Scientific American，The Most Influential 

Investment，August 1992. 



（四）与权威关系的成熟 

随着人类的成熟发展，大众与领导者之间的关系也在发展。我们需要逐渐摆脱以权威崇

拜为导向的社会体系，走向以合作、承担社会责任为特征的成长型社会体系。从历史角度看，

中国与西方存在于两种完全不同的体系中：西方以个人自由为基础的体系和中国以中央集权

为基础的体系。长期以来按照西方的观点，中国和“东方社会主义阵营”迟早都要向西方的

“民主方向”发展。但从过去三十年的历史看，中国人运用东方的哲学理念，平稳地完成了

经济体制的改革，保持了社会的基本稳定。现任政府更是直接提出建立“和谐社会”的目标，

尽力化解各种社会冲突。这使我们看到，基于不同的历史发展轨迹，东西方在未来有可能做

到殊途同归。 

在此，我们仅从个人自由和党派制的角度探讨这个问题。首先，自由的质量与个人的知

识和训练有关，中国人很明白这一点，常常不用岁数识别一个人的年纪，而是看一个人和自

由的关系有多成熟。 

三十来岁称为“而立”之年——稳固的发展阶段；四十来岁称为“不惑”之年；五十来

岁则“知天命”——明白命运的意义；六十来岁“耳顺”，能明辨优劣；七十来岁，“从心

所欲”却不逾越规矩。人们懂得真正的自由是经过毕生的学习后达到的。自由有界限，它不

应“逾矩”。 

这种对自由的理解使中国人具有冷静应对生活中的矛盾冲突的能力。尽管当今中国的年

轻一代非常崇尚“自由”，但根深蒂固的克己理念使他们对很多其他国家，尤其是和宗教组

织成员有牵连的国家所发生的自我毁灭的暴力冲突大惑不解。同时也对美国允许个人携带枪

支的法律很惊讶。 

比如，中国大多数城市人遵守一个子女的法律，因为他们认为需要这种严厉的措施来预

防人口过多的后果。有谁感谢过中国的克己，中国控制了世界人口的数量。如果你在中国的

城市的高峰时段挤过公共汽车，就会切身体会到人们为什么能够理解计划生育政策的逻辑。

尽管有棘手的副作用，即一个子女的政策会助长溺爱孩童，会减少照顾年迈父母的子女，但

中国依然坚持不懈。缺少社会福利体系，要在农村生存是很艰难的。生活要靠养儿子，因为

儿子将来会留在家里。这一需求和一个子女的政策相冲突，导致了女胎的流产。这个问题还

会持续，直到教育水平提高了，以及有更多的退休金规划就位。 

中国人的克己遏制了那种导致社会混乱的颠覆行为，这种克己并非只是畏惧外部威吓。

中国人把领导者看作是由“水”即人民所支撑的船。人们懂得水的目的应该是载舟，而非覆

舟。 

西方往往不把这种做法看作维护自由之举，却认为这种做法缺乏自由。尽管如此，我们

仍然认为中国的这些传统更符合人类走向成熟的方向。中国的克己文化在当今金融危机中，

比无限消费的西方文化显得更“可持续”些。 

当然，我们并不是说中国数千年形成的以封建家长、长官意志为主宰的文化已经消亡，

实际上，中国通向理想社会的道路还很长。 

其次，关于党派制。在成熟的社会中，我们将从一种充满对立意识的体制转换到另一种

和谐统一的体制。在新的体制中，取代对立竞争、自我利益最大化的是通过公众参与，磋商

调和，达到团体利益最大化。正如一对争吵不休的父母不能管好一个家庭，一个成熟的社会

不可能由一个时时处于对立争斗的政府机构管理。 

西方对民主的定义通常是民选政府、多党制和对政府行为无限制地加以批评的自由。多

党制出现于以权利追逐为目的的不成熟社会体系中。这种带有相互监督制约的体系在防止滥

用权力时是有必要的。但当我们的重点转移到建立以公正和团结统一为原则的新体系时，这

种以对抗为基础的政府机制就该淘汰了。 



对中国人来说，千百年来适应的是一个不可分裂的权力中心。政治体制中的“在野党”

或“反对党”的概念与其传统道德和知识系统相矛盾。多党制对中国不单是一种外来的概念，

而且可能引起国家分裂、甚至内战，造成适得其反的效果。在中国向成熟社会发展的进程中，

没有必要重复西方的对抗性多党制过程。中国应该沿着自己的传统道路，扩大和改进目前的

各级人民代表的选举，强化民众参与和磋商的过程，使之更具有民选的意义。 

（五）决策的成熟 

巴哈欧拉倡导的“磋商”程序，是重新构思所有人际关系的中心。巴哈欧拉的忠告是：

“凡事须磋商。……天赋理解力通过磋商才能成熟起来。” 

在追求真理方面，“磋商”所要求的标准，远远超越现在商议时经常采用的谈判与妥协。

现今社会上盛行的“抗议文化”，不但不能成功地追求到真理，反而是严重的障碍。磋商的

目的是使大家在任何事情上都能对个中真理达成一致，并在任何时刻选择最明智的行动。辩

论、宣传、抗衡方法及派别组织等长久以来常常被使用的集体行动方法，都是有损这一目标

的。 

巴哈欧拉提倡的磋商过程要求参与者把自己视为整体的一员，将全体的利益和目标放在

个人的观点之上。大家在坦率、礼貌的气氛下讨论。各方所提出的意见并不属于个人而是归

于集体所有，任由集体来决议取舍或改善，谋求能最完善地达到目的。磋商成功的大小，是

看在什么过程上，参与者不论本身在磋商时最初有怎样的意见，都支持全体的最后决定。在

这种条件下，一旦发现一项决议在实践中有缺点，就容易重新考虑。 

如此来看，磋商是在人类社会事务中履行正义的具体表现。磋商是集体努力成功的

关键，因此是所有可行的社经策略不能缺少的基本部分。诚然，只有在每项社经计划上

以磋商作为策划原则，民众的参与才能有成效；而社经策略的成功则取决于参与者的投

入与努力程度。巴哈欧拉的明训是：“只有履行正义，人才能达到其真正的地位。只有

通过团结，才能拥有力量。只有经由磋商，才能获得福利与幸福。”
15

 

二 中国对人类成熟的贡献 

人类正面临着一个巨大工程——建立和平的世界。我们正在寻找“一个促进全球繁荣的

发展范例”， 而那需要“考虑个人和社会的精神和物质特征，应对这个星球上人民和国家

间不断增长的相互联系”。
16
 

中国会贡献什么？ 

1990年，著名的汉学家哈佛大学终身教授费正清（John Fairbank）在《中国：新的历

史》的导言中，称中国为现代性的后来者。他问道：中国从隔绝状态中浮现出来，只是及时

地参与世界的终结，还是偕其数千载的生存经验以援救世界？ 

1923年，作家兼国际事务观察家守基·阿芬第说：中国，这片土地有其自己的世界与文

明，其人口占全球的四分之一（1923年），其在物质、文化、精神资源与潜力方面列居各国

之首，其未来无疑是光明的。17
 

1921年，伯特兰·罗素在北京大学演讲时，评论中国道：“生产而不占有，行动而不独

断，发展而不主宰。”
18
 

                                                        
15  巴哈伊国际社团：《人类的繁荣》，收录于《谁在书写我们的未来——巴哈伊全球愿景》，澳门：新

纪元国际出版社，2009，第39页。 

16  Bahá’í International Community，Toward a Development Paradigm for 21st Century，August，1994. 

17  Letter from Shoghi Effendi to the Bahá’ís of the East，23 January 1923. 

18  Russell，Bertrand，The Basic Writings of Bertrand Russell: 1903-1959，Edited by Robert E.Egner and Lester 

E. Dennon，George Allen and Unwin Ltd，1961. 



1917年，阿博都巴哈（巴哈伊教创始人巴哈欧拉的儿子）说： 

中国拥有巨大的潜能。中国人极好追求真理且纯真无邪。……真的我说，中国人免

除了任何欺诈伪善，可为理想的动机所激励。中国是未来的国家。
19

 

这些对中国寄予高度期望的说法并没有聚焦在中国的商务能力或辛勤工作的能力上，也

没有强调中国在14世纪前科学技术成就领先于世界文明的辉煌时代。相反，他们主要提及中

国人的品质、社会和精神能量与潜力。这就是中国的潜在贡献吗？ 

……在过去的四十个世纪里，中国在生活之道上必定汲取了许多教训，其思想必定

已臻成熟。或许中国要有所贡献。比起相互杀伐，肯定会有更好的方式、更人道的方式

处理国际争端。肯定的，有着四亿民众（1930 年）、四千年文化和广阔的资源，中国

必将对人类的和平与进步有所贡献。
20

 

如果我们对中国的精神——哲学遗产做一个简要的调查，会发现中国的精神有道家、儒

家和佛家的印记。例如，中国由道家衍生出融合正反和化解矛盾的能力——更多地看到系统

整体而非二元分立的能力；由儒家学习了如何把精神贯彻到日常生活中；从佛教获取了高洁

的灵性，敏锐感知到物质和灵性之间的契合。 

个人对真理实情的调查，乃是内外平衡的支点。“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

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

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中国人的团结意识和社会责任感，至少部分可以追溯到大乘佛教的教义： 

……普度乃基于众生本为一体之念。……个人可净化自已，从而逃离罪业之苦，然

只要还有人尚未觉知全体的灵性交流，则任何人的救度皆非尽善。……度人以度己乃佛

教所教诲的普世之爱的训示。
21

 

如要寻找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支撑，我们将发现中国提倡的和谐、关系的重要、平衡、中

庸以及集体重于个人的信念等等都给予我们很好的启发。与无限制的扩张、满足欲望、获取、

消费主义以及个人重于集体等相比，这些不是更吸引人吗？中国艺术的美、诗歌、园林，都

体现出人与自然的可持续性与和谐的诸多考虑之一。 

迅速审视了中国的社会——哲学——精神遗产后，我们开始明白为什么对中国的“资源”

与“潜力”的评价如此之高。在中国的精神基因库里，我们发现 

了很多活跃和潜藏的因素，都与人类进展到其综合成熟期相关。 

中国人第一个会承认他们并没有总是遵循传统的价值观和教诲。他们指出历史上的暴乱、

当下的问题，如腐败、社会问题、环境恶化以及贫富差距不断拉大。 

当我们回顾中国历史上的暴乱时，应将其放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在几千年前开始的伟

大文明在唐宋时期臻于成熟，随后是长期的没落，直至1911年。暴乱标志着每一个朝代的兴

替，两次领土扩张时期，以及革命和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内战，中国漫长的历史上稳定增

长期与分裂混战期相交替。我们需要注意主要的征服与扩张期发生在元朝与清朝，当时统治

中国的不是汉族而是少数民族。蒙古人（元朝1268-1368年）和满族人（清朝1644-1912年）

均来自北方，他们分别占领中原，执掌中国航船之舵。还需要注意的是，在更近的历史时期，

中国不曾参与全球殖民统治，却曾受到他国的殖民统治。 

尽管战乱频仍，中国在最长的历史时间养活了最多的人口。因此，我们应该将那些不时

                                                        
19  Abdu’l-Bahá，Reported in Star of the West，vol. 8，April 28，1917，No.3，p.37. 

20  James Yen，Intellectual Shock of China，Star of the West，19，Mass Education Movement in China，SW 

October 1925，16:7. 

21  E. A. Burtt，The Teachings of the Compassionate Buddha，A Mentor Book. 1955，p.124. 

 



出现的战乱期视为文明建设之漫漫长路上的困难——或者说是在当时缺少更恰当的方式或

方向，而不应将它们视为中国人的天性。 

同样，中国当前所遭遇的社会和环境问题，以及逐渐增强的“财富不能带来快乐”的不安，

都表明了它与其道德标准间的矛盾，与其精神根源的距离。这种不安同时表明了中国人心理

上的价值系统的活跃程度，仍像飞轮一样转个不停。诗圣杜甫的声音仍在回响：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荣枯咫尺异，惆怅难再述。22 

如果我们将这些缺点看作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程中尚不成熟的阶段的标志”，那么极有

可能的是，尽管中国的精神遗产目前看来极为贫弱或受到了强大的威胁，但并没有失落。能

认识到这些缺点已经是成熟的标志之一。 

通过一个世纪的追问、探索、实验以及汲取教训，形成了物质与精神必须携手发展的认

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贫穷和物质匮乏的时代，首要的任务是集中精力改善物质条

件，传统的和革命的美德，诸如克己、适度、为人民服务、中庸、服从等等很少有冲突。中

国在“废除长期的不公正和独裁统治方面，为地球上五分之一的人口解除极度贫困方面，以

及扫除基于迷信基础上的根源极深的信仰体系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进展。23
 

1978年改革开放既鼓励了外国人又激发了国人的主动性，以参与国家（首先是经济和科

学）的重建。中国现在正不断力争现代化以“赶上西方”，一举一动都透露出变迁或“改革”。

中国对其现代身份的探究，并未循行偏狭的民族主义道路；相反，中国自由地尝试非中国式

的科学、技术、商业方法、法律等等。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是从封闭到有意识地与外部世界

往来。为了“追上西方”，中国正经历“改革”和现代化的挣扎。从消除绝对贫困到改革开

放，中国已经发展成为亚洲新兴的经济力量。短短30年，中国已进入经济飞速发展的轨道，

世界也随之体验了她的改革开放，并且为它的发展而投资。 

今日中国摒弃了数世纪以来漠视科学的态度，而给予科学崇高的地位。
24
 科学和高科技

现在被视为经济发展的表征和主要方案。中国近来增加了对研究的投资，正摩拳擦掌要成为

科学领域中的世界领袖。 

可以明显地看到，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正在走向成熟的道路上迅猛前进，她的能力

得到了极大的解放。中国有意识地奋力前行了一百年。中国没有自满，也没有松懈麻痹。加

入WTO，成功申办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2010年上海世博会，均有助于再度唤起对中国前途的

信心和乐观精神。 

然而，最近几年，伴随着成功，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也出现了阴影。腐败、社会和环境问

题持续不断，精神状态萎靡不振的标志越来越明显。腐败在一个将领导工作与道德水准相联

系的文化背景中更显突出。与个人自私自利的行为相比，对腐败的容忍可能是对稳定更大的

威胁。 

现在已经实现了相对的富裕，对少数人先富起来的现象也能够接受，人们不知道除了过

舒适的生活外该如何处理这些财富。不同的价值观互相矛盾地混在一起。中国传统中平衡个

人和集体权利的习惯导致了中国人对现代社会里为追求物质财富而追求财富的倾向保持着

一种深刻的怀疑和警惕。人们逐渐认识到金钱并不能带来快乐，认识到缺少“社会生态”和

物质与精神的一致性。中国亲身体验到，物质的高度丰富、技术与科学的发展都不是最终极

的目的，也不能确保“和谐社会”。 

                                                        
22  Du Fu quoted in The White Pony，an Anthology of Chinese Poetry，Edited by Robert Payne，Mentor Books，

1960，p.183. 

 

23  Thoughts on China，article by Dr. Farzam Arbab，May 19，1989. 

24  参见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汇编的《古代中国的技术与科学》，外文出版社，1983，第1页。 



在向西方开放的近些年，中国的精神资源被西方世界消费导向的物质主义发展模式所遮

蔽的现象日益严峻。中国越是接受去掉了我们精神能力的发展的“现代化”的定义，就越不

能看清自己潜在的精神贡献的价值。她对自身卓越理念的鉴识，不仅因为强调物质发展而被

抑制，而且因她自谦的本性而被延缓。“的确，我们国家落后”，很多中国人会点头称是，

却加强了西方的自我优越感。 

科学的进步，尽管导致了物质的发展，却需要与道德进行对话，以公正、恰当地发挥它

的功用。科学技术既可用于和平，也可以在腐败、冷酷或者不明智的人手里被用于破坏性的

目的。例如，全人类所痛心疾首的大量核武器、化学武器等等的过度储备，显然是对科学的

误用。而在虽不致命，但其危害性更为隐秘模糊的前沿领域我们遭遇到新时代的网络盗窃和

恶意病毒。 

1939年，朱丽叶·布莱登 （Juliet Bredon） 说： 

虽然所有这些现代的进步尤可钦佩并引人注目，但对于中国来说，北京未来的一大

问题，是要让新的标准适应中国人的心理。过渡时期常常带来错误和仓促的现代化冒险，

而令一切都丧失了个性。在陈旧和崭新的两极之间，钟摆来回往复。要加快运动又不扰

乱平衡，是有思想的中国人已开始着手的一项艰难而精巧的任务，他们确信无疑：要么

道德伦理和（科学）知识并驾齐驱，要么丧失一切。
25

 

中国发展道路上的阴影是对精神质量的一个警示，提醒人们平衡内在和外在的发展。现

在已经消除了绝对贫困，已经到了将注意力返回到根源的时候了，即“修身”，改善道德价

值和行为。 

从历史上看，中国人极其明了失去稳定的代价。他们已获得了有意识地谋划透过苦难成

就未来的能力。苦难有积极的正面价值，它首先是一种能力资源。中国典籍高度评价这一过

程，如《易经》。另外，孟子有这样的描述：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

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26

 

而近年来，物质与精神的失衡所带来的痛苦与尴尬将挑战中国对更重要的社会问题的深

入探索。 

但是如果将我们时代的真正需求与中国传统里的精萃成果相比较，我们就会发现中国人

承载的许多品质、技巧、态度和能力，正是挣扎着迈向成熟时期并抛掉“积重难返的冲突格

局”的世界所需要的。中国浩繁广博的文化、哲学和精神遗产与新时代的需求多有合拍之处，

发现中国能为人类“真正” 的现代化作出宝贵的贡献，这会是一个确认，一份欢欣，振奋

着中国人的心灵。也许，如费正清所推论的那样，中国的天命不仅是在自己的国家实现物质

与精神更有活力的平衡，而且还要与世界分享其经验。 

随着中国越来越多地与他国交往，它可以通过自身的范例及其促进世界和平的协同努力，

成为更具效率的新世界文明的参与者。中国不需循行他国踩过的旧径；它可以开辟新路，直

接迈向新世界秩序中一个享有尊荣的位置，而中国将亲身协助该秩序的建设。
27
 

 

                                                        
25  Juliet Bredon，Peking，pp.54-5，1931. 

 

26  Mencius，Legge，bk.6，pt.2，ch.15，art.2. 

27  Thoughts on China，article by Dr. Farzam Arbab，May 19，1989. 


